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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管窺戲劇教育全球本土化：香港觀點

本期《亞洲戲劇教育學刊》匯集了澳洲、香港、臺灣和紐西蘭四地
戲劇教育專家和工作者的文章，呈現他們以不同目的、模式和策略應用戲
劇教育的研究和實踐，以及過程中所遇的種種機會和挑戰。若我們從文化
流傳或「全球本土化」（glocalisation）（Robertson，1995）的角度來觀
察，這些研究和實踐都是，不同地方的社會文化與這個全球普及的教育法
展開對話的寶貴成果。我們相信若能多了解有關的過程和結果，則可更全
面地在自身的教育場域中發揮戲劇教育的功能。

「全球本土化」認為全球化帶來的普遍規範和主流價值，不一定會
壓制和消除本土的傳統和特殊等質素。相反，本土會按自身的歷史、社
會和文化來回應。兩者也會在碰撞中催生多元和促進革新（Robertson，
1995）。在教育範疇，學者早已指出教學法總隱藏著原產地的文化、價值
觀和意識型態（Cheng，1998；Lin & Luk，2002），因此，西方教學法借
用到亞洲，往往出現實踐的落差，這可歸咎於社會制度和教育資源不足，
也是由於文化差異所致。例如，很多不是以英語作第一語言的地方，對傳
入的英語教學法並非照單全收。Canagarajah（2002）的研究揭示，「為了
與本土文化便捷地共存起來，（英語世界的）主導的論述往往經過篩選，
有時是片面吸收」。由此可見，教學法的借用或本土化不一定會把本土特
質消弭殆盡，但轉變也非理所當然。歸根究底，這跟為何借用，如何借用
等問題息息相關。

香港在上世紀末九十年代推行課程改革，其主要目的是培養新的勞動
力，以配合知識型經濟的來臨，維持香港的競爭力。學會學習（learning 
to learn）和共通能力（generic skills）因而成了改革的重點。在這前提
下，戲劇教育被詮釋和應用為提升學生共通能力的教學工具（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2000），影響所及，塑造了教師的想法及教學方
式。編者研究裏的教師（Tam，2010），在學習及教育戲劇的初期，就把
教師入戲（teacher-in-role）看作是輸入學術知識的有效策略，認為這習
式能生動活潑地配合直接教學。這些情況或許個別，卻捕捉了戲劇教育在
香港落地生根之初，遭本地學術為本、實用主義和應試導向等教育傳統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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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誤解和過濾的情況。而戲劇教育解放、批判、創新，甚或頑皮等特質
（Winston & Tandy，1998）卻鮮有受到注意，更遑論得到廣泛的討論和
實踐。

教學法本土化的要義在於向別人借鑒，以求取長補短，自我完善。為
此，我們得抱持批判，坦誠和開放的態度，去挑戰和重塑固有的想法和行為。

Canagarajah（2002）具體地提出，教育本土化必須以本土為主體，
根據所處的歷史、社會和文化情境，與主導論述和已確立的知識持續地進
行協商，並加以解構和重構。所謂解構，指的是批判和揭露這些論述和知
識如何操控我們；至於重構，就是除批判和揭露外，得肯定和吸收其理
念，按本土的特質和需要來重新闡釋和界定。若據此反思本地戲劇教育的
發展，即使被片面吸收、排斥和誤解都似乎不是問題，問題是這情況有沒
有經歷解構和重構。否則，我們須認真地解構那些宰制我們的論述與知
識，無論它們是外借的，還是本土的；並且全面深入地了解戲劇教育，然
後按自身的需要，處境和角度來選擇，調適和重整。本期收錄的文章亦正
好在不同層面，不同範疇提供參考案例，啟示我們解構和重構的方向和方
法。而當中的啟示、闡釋和策略，都亟待本地戲劇教育工作者思考。

首先，感謝 Madonna Stinson 把在澳洲 Brisbane Launch 2013: 
Drama Queensland State Conference 發表的主題演講交給我們刊登，讓
讀者更了解戲劇教育作批判和革新社會的功能。Madonna 借巴西批判教
學之父 Freire Paulo（1992）的《希望教育學》（Pedagogy of Hope）
的理論，說明戲劇教育在這個充滿紛亂和變幻的後正常（post-normal）
時代的重要性。《希望教育學》延續了 Freire（1970）《受壓迫者教育
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的批判精神，提出在抵抗囤積式教育
（banking education）和喚起學生主體覺醒外，教師須抓住人的好奇、堅
韌、創意和機智，協助他們獲取構建希望和改變將來的力量。事實上，在
戲劇教學中，將來、希望或改變不是由教師賦予和定性，得交予學生來成
就。藉著好像式（as-if）的教學，他們會打破固有的框架和超越字面的意
義，預演革新自己和社會的想法。這觀點正好挑戰上文指出那種以戲劇教
育灌輸知識和操練技能的做法，也提醒我們應進一步質問：將來屬誰、甚
麼希望、為何改變，以至誰的知識和技能等問題，以便拉闊戲劇教育功能
的光譜，尋找更多實踐的可能性，進一步全面地發揮其變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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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希望教育學」及相關教育精神的實踐，Esther Fitzpatrick 與 
Christine Rubie-Davies 一文給我們一個具體的例子，說明戲劇教育開放、
多元和對話的特質如何挑戰主流的意識型態和刻板形象。對紐西蘭這個種
族文化多元的國家，學生身分認同的形成是個重要的課題。作者運用過程
戲劇的故事的隱喻與 Pākehā 歐裔白種紐西蘭學生一同思考、討論、經歷和
感受這個過程。教學並以敘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的研究方法，探
討學生身分認同的形成。就教學部分，兒童或青少年的身分認同仍在摸索
和形成階段。過程戲劇給學生自由地想像、回應和創造的機會，有效地令
他們反思以膚色和種族來決定身分認同的主流觀點。從研究角度言，作者
兼任教師和研究員的雙重角色，以研究員入戲（researcher-in-role）等策
略，主動而直接地去體驗，發問和引導，從而激發、蒐集和了解學生的聲
音。在豐富而多向度的敘事中，兩位作者總結 Pākehā 學生身分認同的形
成，每每與紐西蘭原住民毛利人的以及其他文化傳統糾結一起，過程是複
雜而雜糅的。

在內容取材方面，陳韻文一文可謂兼容和盛載了本土的人文關懷與
普世認同的價值。作者有感 2011 年日本東北 3.11 海嘯廣泛引起臺灣民眾
的公共同情，運用戲劇教育來與大學生和在職教師探討如何面對災難的課
題。教學的每個細節都經過精心的考量和設計，其理論依據主要來自西
方，精神內涵卻體現了臺灣民眾對天災受難者的憐憫，以及對生命價值的
省思。作者在循環實踐後，歸納到如何避免戲劇流於煽情，卻又能讓參加
者憐憫之情更富行動力的策略，例如收束的安排、適切地選用多種素材來
促成戲劇的美感距離等等。至於參與者在「專家的外衣」（mantle of the 
expert）中以民俗技藝（劍獅、竹竿舞）和宗教儀式（十二婆姐陣）來做
回應和創造，則更說明戲劇本身就是一個開放、兼容和多元的框架。其
實，運用戲劇手法來探討天災人禍和受難者的困境，中外也有不少例子。
議題本身就是跨越國界、文化和時空的。本文以 3.11 海嘯為題，不忘連
繫參與者對南亞海嘯，臺灣 9.21 大地震的關懷與惻隱，培養的是儒家悲
天憫人的情操，也是世界公民的人本精神，說明戲劇教育作跨國教學法
（transnational pedagogy）的可能性。

遊戲愈來愈得到幼兒教育的重視，這是香港，甚或全球的趨勢。可
是，「戲無益」的觀念在華人社會根深蒂固，遊戲被長年排斥在課室以
外。一下子要教師移風易俗，著實不易。譚寶芝和黃嘉雯提醒，在肯定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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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的效能之餘，須調整教學策略作配合，尤其是劇場遊戲這一類集體進
行、自由度大、合作性強的遊戲，對教學技巧的要求則更高。兩位作者在
面對師生都缺乏劇場遊戲或一般集體遊戲經驗的情況下，借用了幼兒動作
教學的理論來調整指導的策略，並藉協同探究，總結到：遊戲前，應先宏
觀分解遊戲的內在結構和規則；過程中，須運用有序的課堂語言來示範和
帶領；投入後，始能隨機變化、下放權力等教學策略。這些策略融會了本
地教學結構嚴謹，仔細和直接教授的特點。但到底教的對象不是學科知
識，而是其玩法；手段不是集中串講，而是動作示範。這些都挑戰了放任
讓學生自由地玩遊戲的迷思，也為實現遊戲效果在教學技術層面找到調適
的方法。

Sandra Gattenhof 為我們介紹了澳洲昆士蘭表演藝術中心風箏藝術教
育課程（Kite Arts Education Program）一個名為「遠處」（Yonder ）
的計畫。計畫為低社經地位的小學生提供劇場為本的學習體驗，由教學藝
人、專業藝人和學校的核心教師共同執行，並得到社區組織與大學研究員
的支援，是一個多專業協作的兒童劇場計畫。作者為計畫做評估，認為當
中實施的九個階段和相關工作，是同類劇場計畫的有效模式。類似的計畫
在世界各地都非常普遍，對於本地的戲劇工作者而言，當中有關家長溝通
和協作機構聯繫的策略，如計畫前的諮詢和聚會等，應有助戲劇與非戲劇
的持份者明白計畫的目的和意義，以及彼此的角色與期望，值得借鏡。此
外，教學藝人、專業藝人和學校的核心教師的三方協作亦應能發揮跨界的
溝通與整合作用，令計畫能同時顧及幼童的學習與創作特質，以及戲劇的
美學要求。

本文論及戲劇教育在香港發展的若干狀況，粗淺地提出進一步推動本
土化的方向，實在見驥一毛。事實上，本地不少戲劇實踐一直都努力不懈
地嘗試突破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調適修正戲劇教育的施行方法和教學手
段，務求一方面發揮其革新的力量，一方面回應本土的特質和需要。編者
更相信，這種周旋於全球與本土作用之間的狀態和處境，不獨是本地，而
是不同地方、不同文化的戲劇教育工作者所面對的。我們不但要像 Sandra 
Gattenhof 所提出，在教學現場發揮戲劇教學的可塑性與靈巧的特質，也
要探求、記錄和匯集自己以至全球各地的本土經驗，從中篩選、重新闡釋
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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